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与城市群内部的创新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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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网络效应出发，探究信息通信技术使创新空间分布趋向均衡的理论机制。利用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构建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在不同互联网普及程度下各类创新主体对城市创新产出贡献的门限效应。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内，创新主体位于互联网普及程度高的城市对创新产出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互联网普及率13.67%和38.98%分别为创新主体边际贡献门限效应的两个临界点，达到38.98%后大学、外资企业、消费者的创新效率达到最大化，而政府干预的作用相对降低；早期阶段，中心城市率先达到互联网普及的临界点，但随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消弭了城市间互联网“接入鸿沟”，大部分城市突破了互联网普及的门限条件，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促进创新空间分布趋向均衡，为摆脱极化陷阱创造了条件。据此从城市群层面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协调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提出建议：关注中心城市的创新发展，集中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创新；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优化调整创新空间分布；推动协同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将创新主体纳入网络效应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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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network effect, focusing on the mechanism of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to balanc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A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us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panel data to examine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the contribution of various innovation agents to urban innovation output under different Internet penetr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within the sample area, the innovators in cities with high Internet penetration had higher marginal contributions to innovation output.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of 13.67% and 38.98% is the two threshold values of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the innovation subject. After reaching 38.98%,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universities,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is maximized. At the early stage, the central cities were the first to reach the threshold value of Internet penetration. Whe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eliminated the “Access gap” between cities, most cities have broken through the threshold condition of internet popularization. The rapid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promot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to be balanced, which creates the condition to get rid of polarization trap.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from the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ities to concentrate on breaking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key technologies.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s an opportunity, China will optimi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By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generation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corporate innovation agents into network-effect mechanisms on a larger geographica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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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同时，《建议》也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创新能力不仅是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也是经济体维持活力的源泉[1]。然而，创新是一种极具空间非均衡特征的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2]；即使在控制生产的地理分布之后，创新产出仍然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质[3]。创新的空间非均衡是区域经济活动非均衡的一大根源[4]。研究如何兼顾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与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促进城市协调发展，对我国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信息通信技术（ICT）正在引领新一轮的产业变革，随着5G、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技术进步，基于互联网的ICT不可逆转地成为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新动能[5]。一方面，互联网在城市间极不平衡的普及过程加剧了研发主体搜寻创新信息资源的差异性，强化了创新活动空间非均衡分布的格局，进而成为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差距扩大的新根源；另一方面，互联网普及有效地打破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地理局限[6]，构造独立于地理空间的创新网络。伴随ICT的普及与进步，国内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的创新活动空间分布正在由集聚趋向平衡。笔者猜想，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阶段，中心城市借助其先发优势，互联网基础设施普及程度超过外围城市，由于网络效应，这种互联网发展初期的数字鸿沟拉大了中小城市与外围城市创新产出的差距。然而，我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了城市间的“接入鸿沟”[7]，当外围城市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达到一定门限后，外围城市创新主体通过利用当地互联网提高创新效率，完成了对中心城市的追赶。
创新空间分布格局研究大多认为，由于大城市思想交流的便利性[8] 【根据前文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下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始终是创新活动最为密集和活跃的地区，创新空间分布不均衡是我国长期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层面，比较中美两国创新空间分布发现，我国的创新空间差异比美国更加明显[9]。在区域层面，我国省际专利创新活动差异逐年增大[10]，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集聚的特征[11]。在城市群层面，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创新空间分布同样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空间分布格局[12]，如王伟等[13]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及扩展区的创新产出呈现“核心-外围”分布格局；赵星等[14]发现城市创新集聚呈现极化现象，且中心城市知识溢出水平更显著；王公博等[15]测度全国地级市创新能力，发现地级市创新能力空间分异显著，创新能力最强的地级市主要分布在三大城市群。
[bookmark: OLE_LINK240]创新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地理因素和非地理因素。地理因素上，马静等[16]从空间知识溢出的角度研究城市创新产出空间格局的形成；王晓栋[17]发现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会引起空间创新的非均衡发展。创新空间分布的非地理因素研究方面，ICT具有通用技术属性，是当前新时期影响创新空间分布的重要非地理因素。我国发展ICT相对较晚，近年ICT对空间创新格局的影响开始受到关注，但ICT影响创新空间分布的研究仍属凤毛麟角。Zhang等[18]和韩先锋等[5,19]发现互联网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和非线性作用机制。若互联网对区域创新的促进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机制，则地区间互联网普及程度差别可能导致空间创新分异，一些研究提出信息化发展的不均衡会导致城市获取知识溢出存在差异[20]；安同良等[21]推演出互联网和房价推动分散化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机制，而互联网对推动区域创新产出的平衡发展能否起到类似的作用值得深思。
当前，城市群已经成为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全国领先的区域，是决定我国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核心增长极[22]。2000年以来，我国进入互联网爆炸式发展时期，期间三大城市群创新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趋势呈现创新产出差异趋向缩小趋势[12]。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上述猜想，但目前我们尚不知道这一门限的数值究竟是多少，国内其他城市群也就难以据此制定本地ICT基础设施的建设目标。因此，本研究选取国内主要创新城市群，主要对ICT促进区域创新的未知的门限值进行实证计算。
2  理论分析
创新主体借助ICT相互连接构成区域性网络，加速知识流动的信息传播，有利于新奇想法的产生和新技术的扩散。网络效应指出，网络规模达到临界值后，互联网的作用会瞬间放大，故互联网对创新的边际作用是递增的[5]。根据网络效应，城市内创新主体的边际贡献随互联网普及呈非线性递增。互联网的普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心城市优先达到了网络规模的临界值，城市内创新主体对创新的边际贡献被放大，在一定时期拉大对外围城市的差距，而后，外围城市也要在达到临界值后才可能缩小与中心城市的差距。这里假定城市互联网普及率影响因素是外生的，是城市实现创新的一个工具，而不会受城市创新的影响。
首先需要明确ICT通过哪些微观主体影响城市创新。传统创新系统的主体包括大学、产业、政府[1]。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受多元化和个性化创新需求的刺激，消费者不再被动地接受或拒绝消费新产品，转而直接向研发部门提出新产品需求，刺激研发人员为满足更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创新需求产生新奇的想法[5]，形成万众创新的局面，消费者对创新的边际贡献不可忽视；此外，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创新水平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沿海城市依靠与国外交流的便利条件取得初步优势地位，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获得国际技术外溢对我国创新产出有很大影响[23]。因此，在传统的大学、产业、政府外，本研究新增消费者和外资企业构成ICT影响的创新主体。
在ICT影响下，创新主体内部和创新主体之间的沟通障碍逐渐瓦解，获取创新所需知识和信息的成本大幅下降。当创新主体位于互联网普及程度高的区域，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创新主体搜寻创新信息资源的成本更低，对创新产出可能具有更显著的贡献[5,20]。因此，ICT可能使创新主体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非线性特征，即ICT促进创新主体效率的贡献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表现在：（1）ICT促进创新主体内部知识流动的门限效应。ICT可以突破距离限制，对分散的知识进行处理和整合，产业、大学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其他产业和大学掌握的知识，并对本地知识进行理解、诠释和再加工，既增加了产业和大学自身的知识储备，也促进了全社会的知识积累，因此，位于互联网普及率较高城市的产业、大学对创新产出贡献高于互联网普及率较低城市的相同创新主体的贡献。（2）ICT促进创新主体之间信息交流的门限效应。ICT为大学、企业、消费者的沟通交流提供了“零距离”接触的平台，企业快速掌握消费者的新需求并制定技术研发计划，大学完成的基础知识研究与企业技术研发计划快速匹配。随着消费者成为创新的主要推动者[24]，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成为驱动创新的强大动力，ICT更有效地促进产业、大学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随着越多经济个体加入ICT构成的虚拟平台，创新频率和质量会随个体交流频率提高而提高。此外，由于ICT部分取代了政府在多创新主体之间的调节作用，互联网普及程度高的城市，政府在创新过程中承担的责任可能有所降低。（3）ICT促进国际知识溢出的门限效应。外资企业为了维持自身的技术相对优势地位，通常会利用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阻碍本地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当互联网普及率较低时，本地企业的境外信息来源主要是参与内地投资的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之间容易形成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本地企业较难获得国际知识溢出；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较高水平，本地企业获取境外信息的渠道扩宽，有效降低了与外资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基于上述分析，ICT对创新主体创新效率的贡献存在门限效应机制。早期互联网尚未普及时，中心城市优先开展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领先的互联网发展使中心城市更早达到网络效应的门限，创新主体更有效地开展创新活动；然而，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使外围城市也能够突破互联网的门限值，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创新主体因城市基础设施差距而造成的创新效率差异随之缩小。
3  实证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设定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1）


式（1）中：是被解释变量的对数形式，表示第t年i城市的创新产出，用发明专利授权量表征；是复合扰动项；解释变量向量。解释变量包括：（1）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值表征；（2）政府干预()，用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占比表征，衡量政府主体对创新产出的影响；（3）大学教育水平()，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表征，衡量大学主体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4）外商直接投资()，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表征；（5）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表征，衡量消费者万众创新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借鉴Hansen[25]提出的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构建受ICT影响时创新主体对创新产出的非线性模型（以下简称“门限回归模型”）（可否删除“面板数据”及“以下简称门限回归模型”？）。为避免异方差的影响，所有变量取对数形式。模型构建如下：
	
	
（2）


式（2）中：为门限变量，表示第t年i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率；为示性函数；为待估计的门限值，为门限个数。
ICT对不同创新主体贡献的门限效应可能具有异质性，故分别测算ICT对每一个解释变量的门限效应，其他解释变量则作为控制变量。门限回归模型并未直接把ICT作为创新产出的解释变量，因为ICT是通过网络效应影响创新主体对创新的贡献来影响创新产出的，并非直接作用于创新产出；同时，考虑到把ICT作为解释变量和门限变量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故把ICT作为门限变量而不是创新产出的解释变量。
3.2  数据来源与研究区域
创新产出衡量指标通常包括论文、专利、引用量、新产品产出等。其中，专利是创新活动的直接结果，也是创新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要优于研发投入等创新衡量工具。由于专利数据不受保密限制，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上述优势保证了专利数据在区域创新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我国专利类型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发明专利必须满足新颖性、实用性等方面的较高要求，发明专利质量高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因此，本研究使用发明专利授权量衡量城市创新活动分布格局。专利数据和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bookmark: OLE_LINK95]限于数据的可得性，研究时期为2010－2018年，选择长三角城市群作为实证分析对象，验证ICT的门限效应，并借助位序-规模法则比较三大城市群创新空间分布。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4省市全域的41座城市；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东省境内的9座城市；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河北省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沧州、衡水、廊坊、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11个地级市和定州、辛集2个省直管市以及河南省的安阳市，共16座城市。位序-规模法则认为，城市创新产出由高到低排序后，城市创新产出规模的对数与城市位序存在负向的线性关系。分别对三大城市群所属城市创新产出和位序进行线性回归后，得到城市位序系数的绝对值，记为值。值越大，表明城市群内部创新分异越明显；值越小，说明城市群内部创新更加平衡。表1显示，研究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的值基本介于0.10～0.15之间，而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值在0.30以上，可见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创新空间分布更加均衡，因此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对象更有利于测算ICT的门限值。
表1   2010－2018年三大城市群创新分布均衡程度变化


	城市群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长三角
	0.152
	0.132
	0.128
	0.112
	0.112
	0.103
	0.104
	0.111
	0.105

	京津冀
	0.336
	0.351
	0.343
	0.341
	0.347
	0.323
	0.325
	0.311
	0.307

	珠三角
	0.480
	0.408
	0.425
	0.435
	0.434
	0.392
	0.439
	0.413
	0.379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门限效应检验
将中的每一个变量作为依赖于门限变量的区制解释变量代入门限回归模型，其他解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为了验证门限回归模型构建合理性并确定门限数，利用自助抽样法(Bootstrap)计算不同门限个数的F值和P值，次数设定为300次，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产业结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未通过门限效应检验；其他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均通过了单门限和双门限的检验，说明政府、大学、FDI、消费者创新主体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受到互联网基础设施双重门限效应的影响。因此，进一步构建以为门限变量，分别以、、、为区制解释变量的4个双门限回归模型1至模型4。

表2  2010－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ICT对创新主体贡献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维度
	门限数
	F值
	P值
	门限值
	临界值

	
	
	
	
	
	1%
	5%
	10%

	产业
	单门限
	16.34
	0.127
	5.57%
	26.32
	19.92
	17.02

	
	双门限
	8.96
	0.297
	43.94%
	24.91
	17.06
	13.36

	政府
	单门限
	49.34
	0.000
	13.67%
	32.33
	22.68
	19.60

	
	双门限
	40.60
	0.000
	38.98%
	25.16
	19.56
	15.75

	大学
	单门限
	39.40
	0.003
	13.67%
	31.86
	23.52
	20.31

	
	双门限
	26.50
	0.003
	30.86%
	23.34
	18.94
	17.03

	FDI
	单门限
	39.16
	0.000
	13.67%
	32.97
	24.99
	19.61

	
	双门限
	26.85
	0.007
	38.98%
	24.87
	17.57
	15.06

	消费者
	单门限
	43.66
	0.000
	13.67%
	23.70
	20.29
	17.67

	
	双门限
	31.33
	0.000
	38.98%
	23.28
	19.53
	16.56


注：在三门限下的检验结果均不显著，故未列出。


4.2  ICT对创新主体的门限效应分析
表3报告了不同门限模型的估计结果，4个模型中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表明第三产业获得了更多的发明专利授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创新主体对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影响，符合大多已有研究的结果。比较各个核心解释变量对创新产出的门限效应：
（1）根据模型1，当城市互联网普及率低于13.67%(机制1)时，的回归系数为0.550，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当城市互联网普及率介于13.67%和38.98%(机制2)时，的回归系数为0.355，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当城市互联网普及率高于38.98%(机制3)时，的回归系数为0.166。在3种机制内，政府干预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正向作用，但回归系数逐渐减小。因为政府干预主要是通过沟通产、学、研之间的信息协调创新活动各个环节在城市创新体系中发挥作用，而互联网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府的这部分职能，因此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政府干预的正向作用相对下降。
（2）根据模型2，当城市互联网普及率低于13.67%时，的回归系数为0.047；当城市互联网普及率介于13.67%和30.86%时，的回归系数为0.176，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当城市互联网普及率高于30.86%时，的回归系数为0.265，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3种机制内，大学教育水平促进了城市创新产出，且回归系数逐渐提高，表明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其大学教育水平对创新产出具有更积极的正向作用。
（3）根据模型3和模型4，外资企业和消费者对创新的边际贡献表现与大学类似，呈现随互联网普及率增加而增加的门限效应，只是互联网普及率的门限值分别为13.67%和38.98%。回归结果表明，城市渐趋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为知识和信息在大学、外资企业、市场之间的流动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由于网络效应和梅特卡夫法则，城市中的大学、外资企业、消费者等创新主体位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相对更为完善的城市对创新产出边际贡献更高。


表3  2010－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ICT门限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机制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0.387***
(0.108)
	0.430***
(0.108)
	0.430***
(0.107)

	
	
	0.550***
(0.105)
	
	
	

	
	13.67%38.98%
	0.355***
(0.106)
	
	
	

	
	38.98%
	0.166
(0.108)
	
	
	

	
	
	0.122*
(0.073)
	
	0.126*
(0.075)
	0.119
(0.074)

	
	
	


	0.047
(0.076)
	
	

	
	13.67%38.98%
	
	0.176**
(0.077)
	
	

	
	38.98%
	
	0.265***
(0.078)
	
	

	
	
	0.237***
(0.784)
	0.272***
(0.082)
	
	0.252***
(0.080)

	
	
	
	
	0.206**
(0.081)
	

	
	13.67%38.98%
	
	
	0.266***
(0.081)
	

	
	38.98%
	
	
	0.308***
(0.082)
	

	
	
	1.279***
(0.144)
	1.391***
(0.149)
	1.364***
(0.149)
	

	
	
	
	
	
	1.270***
(0.151)

	
	13.67%38.98%
	
	
	
	1.336***
(0.147)

	
	38.98%
	
	
	
	1.383***
(0.143)

	cons
	
	−9.669***
(1.657)
	−11.516***
(1.670)
	−10.681***
(1.705)
	−10.190***
(1.690)

	
	
	0.7424
	0.7532
	0.7474
	0.7477


注：1）括号内为各估计参数对应的标准差；2）*、**、***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下同。

4.3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分布趋向平衡的解释

根据表3，双门限模型中门限变量互联网普及率的第一个门限均为13.67%，第二个门限值大多为38.98%(仅对应的门限值为30.86%)，故根据门限值互联网普及率为13.67%和38.98%对不同年份长三角城市进行分类。限于篇幅，表4仅列出部分年份年长三角城市群门限分类结果。可以看出：（1）2010年，大部分城市集中分布于机制1，没有城市位于机制3。此时，大部分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程度较低，大学、FDI、市场对创新产出的积极影响相对较弱，创新产出更依赖政府干预。（2）2015年，城市呈现“纺锤型”分布，大部分集中于机制2，少数城市分布于机制1和机制3。此时，大多数城市的创新主体处于发挥对创新产出积极影响的较优机制下。（3）2018年，区域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使得当年全部城市都脱离了低互联网普及率状态，分布于机制2和机制3。此时，政府干预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相对减弱，大学、FDI、市场的正向作用逐渐凸显。（4）伴随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长三角的实现，可以认为长三角全部城市都能够较快地达到门限值。届时，大多城市创新主体的贡献都将位于最优机制，互联网“接入鸿沟”引起的城市创新主体效率差异随之消弭。

表4  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长三角城市群分类
	年份
	低互联网发展水平
	中互联网发展水平
	高互联网发展水平

	2010
	阜阳、亳州、六安、宿州、安庆、滁州、淮安、蚌埠、宿迁、淮北、池州、淮南、盐城、徐州、宣城、连云港、衢州、丽水、黄山、泰州、合肥、南通、芜湖、铜陵
	马鞍山、台州、扬州、镇江、绍兴、湖州、金华、常州、温州、嘉兴、南京、舟山、无锡、苏州、宁波、杭州、上海
	



	2015
	
亳州、阜阳、六安、安庆、宿迁、徐州、淮安、盐城、蚌埠
	连云港、池州、滁州、宣城、泰州、黄山、淮北、宿州、南通、淮南、芜湖、马鞍山、扬州、丽水、衢州、镇江、合肥、铜陵、台州、常州、无锡、温州、南京、绍兴
	
湖州、杭州、金华、嘉兴、苏州、上海、宁波、舟山

	2018
	


	阜阳、亳州、六安、宿州、淮南、安庆、蚌埠、滁州、铜陵、宿迁、池州、淮安、宣城、徐州、盐城、淮北、连云港、黄山、马鞍山、芜湖、丽水、泰州、衢州、南通
	扬州、台州、绍兴、镇江、温州、嘉兴、舟山、金华、上海、常州、南京、杭州、无锡、宁波、湖州、苏州



5  结论与建议
研究如何构建城市群创新共同体、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既是当前城市群发展关注的焦点问题，也给我国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提供思路和范例。本研究从网络效应出发探究ICT影响创新空间分布趋向均衡的机制，利用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构建门限回归模型，计算了互联网冲击对政府、大学、FDI、消费者创新效率影响的门限效应和具体门限值。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各类创新主体在ICT作用下对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影响。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构建低沟通成本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平台，多创新主体的沟通借助互联网可以产生更多新奇想法。
（2）由于网络效应，ICT作用下创新主体对创新的贡献具有门限效应，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98%后，大学、外资企业、消费者的创新效率达到最大化，而由于ICT部分替代了政府协调多创新主体的职能，政府干预的作用相对降低。
（3）ICT作用下区域创新空间分布趋向均衡发展。早期，外围城市互联网普及程度相对于中心城市的巨大差异加强了中心城市创新主体的创新效率优势；随之，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弭平了城市间的“接入鸿沟”[7]，外围城市创新主体进入与中心城市相同的门限机制内，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创新主体创新效率的差距随互联网的普及缩小，为摆脱创新极化陷阱创造了条件。
需要特别指出，本研究指出ICT影响创新空间分布的结果并非是否定集聚，ICT的作用不可能取代城市对创新产出的支持。在ICT作用下，创新空间分布趋向均衡发展的大背景是我国长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26]，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是缓解城市群内部创新差距过大的一个路径。
根据上述结论，从城市群层面对创新驱动发展和协调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提出以下一些建议：首先，“中心-外围”是我国目前城市群创新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政府的区域创新政策应基于客观事实，顺应发展趋势，关注中心城市的创新发展，集中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创新。其次，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优化调整创新空间分布。通过互联网加强跨城市创新研发合作，推进创新成果共同转化、创新利益共同分享，避免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陷入极化陷阱。第三，协同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在更大地理范围将创新主体纳入网络效应作用机制。受技术限制，网络交流仍不能完全替代面对面交流，但城市群协同推进5G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城市群创新主体跨距离联通，提升整体创新能力，优化创新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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